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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元本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理论

物理学家，积极推动了量子场论和

粒子物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转眼

间，戴先生离开我们两个多月了，但

他的音容笑貌犹在。本文主要介绍

戴先生的求学经历、学术研究和影

响，以及他对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

研究所发展所作的贡献，展现他的

严谨学风和高尚品德，缅怀他对中

国理论物理学发展的重要贡献，以

寄托我们对戴先生的怀念。0

1 早期求学和工作经历

戴元本先生祖籍湖南省常德

市，1928年 7月出生于江苏省南京

市。其童年岁月主要在南京度过，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人辗转生活于

长沙、贵阳、昆明、路南和重庆。

抗战胜利后重返南京。1947年，戴

元本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

学，随后保送至中央大学(1950年更

名为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并于

1952年毕业。他读大学期间正值解

放初期，较多的政治学习和运动使

得学时精简。此外，他还因身体原

因休学一年。不过，受益于有海外

留学经历的魏荣爵、徐躬耦等教授

开设的课程，戴元本打下相对坚实

的物理学基础[1]。

大学毕业后，戴元本被分配到

南京工学院(1988 年更名为东南大

学)工作，讲授普通物理课程。此

时，全国高校正进行院系调整和改

革。此前，即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

办学模式主要模仿欧洲、美国和日

本的学校，比较重视通才教育。中

国共产党接管后，开始学习苏联的

办学经验 [2]。1951 年，教育部制定

了《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在这种

形势下，南京工学院的学生数量增

加一倍。因此，教师的教学任务繁

重。戴元本每周需上课 20 多个小

时。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

他仍对科学研究保持着浓厚兴趣，

研读多种物理书籍，并被高能物理

吸引。戴元本在补习相对论、电磁

辐射理论、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统计

等基础知识的同时，还根据俄文书

籍、论文集等资料1)
自学量子场论并

及时掌握高能物理的前沿发展。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科

学进军”的口号。同年，国家制定

《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其中，原子核与基本粒子物

理学被列为物理学发展的重点之

一，场论和量子力学的基础研究则

被列入第56项任务“现代自然科学

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此

外，为了培养高等学校师资和科学

研究人才，高等教育部决定于 1956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收自由报考

的研究生，而此前的招生大都采取

“保送、审查、批准”的方法[3]。也

是这一年，戴元本利用Bathe—Sal-

peter方程研究 S态介子—核子散射

的重整化效应，并将文章投稿至

《物理学报》。审稿人朱洪元先生在

给戴元本回复的审稿意见中鼓励

他计算多个能量值以便绘制一条曲

线2)
。但由于戴元本正忙于备考

1957年的研究生考试，没有足够时

间再做计算，于是将文章改投《南

京工学院学报》[4]。

1957年，戴元本如愿考取中国

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

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他曾在 1955

年参加浙江大学物理教研组主办的

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向于敏了解张宗

燧先生。于敏是张宗燧指导的研究

生，他对张宗燧的评价是“很聪

明”[5]。张宗燧是第 4届(1936年)留

英公费生，曾在剑桥大学福勒(R.

H. Fowler)教授指导下研究统计物

理。1938—1939年，张宗燧访问哥

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苏黎

世联邦理工学院和法国巴黎，跟随

米勒(C.Møller)、泡利(W. Pauli)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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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场论及粒子物理。1939 年秋，

张宗燧回国，随后担任中央大学物

理系教授。除完成教学任务外，他

继续研究统计物理和量子场论。

1945—1948 年，张宗燧再次出国，

在剑桥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研究量子场论。1948年秋，张宗燧

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1948—1952)、北京师范大学物理

系 (1952—1956)。1956 年，张宗燧

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6]。

2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理

论物理研究室(1958—1978)

1958年 4月，戴元本到数学研

究所报到，开始在张宗燧的指导下

从事弱相互作用及双重色散关系理

论的研究。同年暑假，戴元本作为

助教参加了由山东大学(校址青岛)

物理系王普教授组织的量子场论、

相对论电动力学、原子核理论讲习

班(简称青岛讲习班)，图1。青岛讲

习班是量子场论第一次在全国范围

的普及，共有60多位代表参加。讲

习班以朱洪元先生的量子场论课程

为主，张宗燧先生的量子电动力学

讲座为辅。清华大学谢毓章讲授原

子核理论，主要为基础不足学员补

习必要的量子力学知识。戴元本和

冼鼎昌分别担任张宗燧和朱洪元的

助教3)
。戴元本在讲习班上作了3场

关于相移分析报告并组织参会代表

参加教学改革经验座谈会。朱洪元

先生的授课内容主要基于前一年在

北京大学开设的量子场论课程讲

义。1960年，他根据课程讲义整理

出版了量子场论在中国的“启蒙之

作”——《量子场论》。由于此时朱

洪元先生正在苏联联合原子核研究

所访问(1959—1961 年)，戴元本承

担了书稿的校对工作。读研究生期

间，戴元本同朱洪元以及冼鼎昌、

何祚庥合作研究μ介子的辐射俘

获，首先指出存在一种新的选择法

则[7]。此外，他还计算了弱相互作用

对轻子反常磁矩的影响[8]。在色散关

系研究方面，戴元本在双重色散关

系上分析了核子—核子相互作用。

1961 年，戴元本研究生毕业。

此时，他的研究工作集中在当年风

行一时的雷杰理论 (Regge theory)。

Regge 理论的基础是把位阱散射下

散射振幅具有的一些特点硬性推广

到粒子理论。戴元本在 1963—1965

年发表的系列论文中指出Regge理

论中所要求的Regge渐近行为只在

某些特殊位阱情况下才出现，而在

一些高奇异性的位阱散射情况下并

不出现[9，10]，从而否定了Regge理论

作为“基本”理论的理论基础。这

些工作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期间戴元本还多次参加张宗燧、胡

宁和朱洪元组织的小型讨论会，讨

论量子场论和粒子物理的新发展。

1964年 8月，在北京举办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承办的首次国

际科学讨论会。共有来自亚、非、

拉和大洋洲的4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

表参加会议。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

高度重视。8月 22日，3000多位科

学家和来宾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的会议开幕式。朱德元帅、聂荣

臻副总理、陈毅副总理、郭沫若院

长等出席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包括

61位成员和32位特邀代表，由中国

科协副主席、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

源任团长，张劲夫、范长江、于光

远等任副团长。此时已是副研究员

的戴元本作为粒子物理学界的两位

代表之一4)
参加了讨论会。他的报告

题目为《高度奇异位势和一类非定

域位势的Regge行为》。

3) 2014年11月10日，刘金岩访谈中国海洋大学于良教授。

4) 粒子物理学界的另一位代表是北京大学讲师高崇寿，报告题目为《八重态理论与强相互作用粒子的分类》。据北

京大学高崇寿教授生前回忆，粒子物理学界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报告，一是因为雷杰极点理论当时是国际粒子物理学

的流行课题，戴元本的工作比较前沿；二是朱洪元建议高崇寿作与对称性有关的报告。每个报告时长15分钟，很

精炼。

图1 1958年青岛量子场论讲习班合影 (取自《王普先生纪念集》，山东科学出版社)。

二排：冼鼎昌(左4)、戴元本(左5)、王普(左8)、张宗燧(左9)、谢毓章(左10)、朱洪

元(右5)、何祚庥(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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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代表团团长坂田昌一认为

戴元本等人的报告“涉及当前国际

物理学界研究的尖端问题，而且达

到了国际第一流的水平[11]。”坂田昌

一(S. Sakata)当时已是国际知名理论

物理学家，他在粒子物理学研究中

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同时是一名

左派社会活动家，关注社会主义国

家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发展。在中

日政府尚未建交的情况下，他早在

1956年就利用机会到访中国，还介

绍了自己刚刚提出的坂田模型，即

基本粒子可以再分，由更基础的三

个粒子(p，n，Λ)组成。此后，坂田

积极推动中日物理学家的交流，为

中国物理学界带来新信息。1964年

北京科学讨论会期间，中共中央主

席毛泽东在接见全体代表时祝贺坂

田在基本粒子研究中所取得的成

果。事实上，毛泽东在一年前就格

外关注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

杂志转译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

子的新概念》 [12]中的基本粒子可分

观点。这与他希望中国尽快研制原

子弹以及他所坚持的基本粒子无限

可分的哲学思想有关。随后，毛泽

东还特意同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讨论

坂田的文章。毛泽东对坂田的赞赏

在中国学术界引起非同一般的反

响。坂田的文章很快重新由日文译

成中文并加注释，连同哲学家根据

毛泽东的几次谈话内容起草的编者

按，刊登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红

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同时，全

国各行业展开对坂田文章的座谈。

坂田的工作和毛泽东的物质无

限可分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粒子物

理学家的研究方向，刺激了层子模

型的提出。1965年 9月，朱洪元先

生邀请刚刚参加“四清”运动回来

的戴元本共同研究基本粒子结构问

题，提出存在比基本粒子更基本的

真实粒子。随后，朱洪元、何祚

庥、汪容、戴元本和冼鼎昌等围

绕该问题展开讨论，初步形成强子

结构模型的基本思想5)
。他们假设基

本粒子由“亚基本粒子”组成，即

与 SU(3)、SU(6)对称性基础表示的

基相对应的粒子。“亚基本粒子”性

质满足盖尔曼在1964年提出的关于

夸克性质的假设，但质量很重，约

10 GeV。紧接着，讨论范围逐渐扩

大，形成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

所、数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和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的成员参加的“北京

基本粒子组”(图 2)6)
。事实上，上

述人员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保持着

良好的合作关系。“北京基本粒子

组”自 1965年 9月起定期组织报告

会。朱洪元、胡宁、戴元本、宋行

长、杨国帧、刘连寿、侯伯宇、汪

容等人分别在讨论会上作报告。报

告内容涉及近代物理学重大发展、

对称群及其群表示、CP破缺，等等。

研究强子结构需处理质心运动

为相对论性的“外轻内重”束缚态

问题，即“亚基本粒子”(后称“层

子”7) )重于其组成的束缚态。量子场

论框架下已有的描述束缚态的相对

论性方程是B—S方程，但方程本身

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且物理学

家对其方程解和物理意义存在疑

义。朱洪元等人决定不去探讨束缚

态的相对论性方程及其解的问题，

假设“层子”通过瞬时相互作用结

合为束缚态，并尝试直接引入基本

粒子内部结构波函数解释和联系实

验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强相互

作用粒子的相对论性结构模型[13]。

另一种处理束缚态的方法是

Tamm—Dancoff方法。该方法在Fock

空间表示粒子，即将粒子态表示为

真空态加相应的产生算符。例如，

介子由真空态加一个粒子或反粒子

产生算符构成，重子由 3个产生算

符作用在真空态上构成。该方法的

优点是当作一截断后，可写出束缚

态方程且方程可解，利用所得波函

数能计算各种过程。戴元本熟悉

B—S 方程和 Tamm—Dancoff 方法。

5) 2012年8月25日，刘金岩访谈戴元本先生。

6) 事实上，讨论组最初并没有特定称呼，“北京基本粒子组”是为准备“暑期物理讨论会”而提出的。

7) 1966年北京暑期物理讨论会筹备期间，钱三强提议为基本粒子组成部分统一名称。冼鼎昌建议取作“straton”，简称

“层子”，用以强调“层子”也并非物质结构的最终单元，而只是物质结构无限层次中的一个层次，“层子”也具有

内部结构。

图2 戴元本(左)和朱洪元(右)

在讨论问题

图3 戴元本在“北京基本粒子组”报告会上的

记录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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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后，他认为 Tamm—Dancoff

方法可行并在讨论会作报告。不

过，当原子能所确定具体模型和计

算方法后，戴元本便没有继续在

Tamm—Dancoff 基础上做计算。随

后，他查阅到当时中国物理学界并

不熟悉的曼德斯坦(S. Mandelstam)

方法，该方法可以完全相对论地处

理束缚态。利用 Mandelstam 办法，

原则上可以由场论方法求出束缚态

矩阵元，即用 3个流或者多个流关

联函数取其奇点便可以确定束缚态

矩阵元。戴元本在讨论会上也报告

了这一方法。随后，部分“北京基

本粒子组”成员特意找出曼德斯坦

文章，仔细推导和学习8)
。

在此期间，意大利物理学家莫

谱戈 (G. Morpurgo)发表利用 Fock

Base 计算夸克组成介子过程的文

章。这与戴元本之前的想法类似。

看到有同行发展这种方法，戴元本

担心被外国人抢先，于是抓紧用相

同方法计算 π 介子的相关过程。随

后，他征求朱洪元先生意见是否发

表。朱先生认为此时国外多数物理

学家尚未注意强子结构问题，建

议不要单独发表文章，以免“透漏

风声”，“北京基本粒子组”要做出

一批成果在国际会议(即 1966 年暑

期物理讨论会)报告，以取得这一

领域的学术优先权9)
。

此外，考虑到朱洪元先生提出

的方法并不具有完全相对论性。北

京大学有成员向戴元本提议利用完

全协变的方法重新计算相应过程10)
。

北京大学成员的基础较好，参与研

究较多。数学所年轻学者研究基础

不一，需在戴元本指导下做研究。

张宗燧先生虽然参与全部讨论，但

他要求数学严谨，对数学上不严谨

的近似法批评较

多。不过，这在

一定程度上促使

他们寻求更严谨

的方法。一段时

间后，数学所和北

京大学的成员合作

提出强相互作用粒

子结构模型及其协

变场论方法[14]。他

们给出了描述具

体物理过程的S矩

阵元费曼规则，讨论了中子和介子

情况，并由此计算了强子的各种电

磁和弱作用过程。

“北京基本粒子组”除完成上述

两批研究结果外，还讨论了夸克之

间的超强相互作用的性质和耦合形

式、高自旋重子激发态以及夸克统

计等问题。1966年 7月，层子模型

作为毛泽东思想指导自然科学研究

的典型案例在暑期物理讨论会上报

告。此外，朱洪元、胡宁、戴元本

等还同日本代表团成员单独召开小

组会议，仔细讨论层子模型工作。

暑期物理讨论会结束后，“文化大革

命”的爆发使得“北京基本粒子

组”工作中断。这期间，国际粒子

物理学界建立起描述强相互作用的

量子色动力学。虽然层子模型并未

在国际粒子物理学界产生预期的影

响，但其适时抓住当时国际研究热

点并为中国粒子物理学的发展培养

了一批年轻力量[15]。1982年，该项

工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主

要获奖人为朱洪元、胡宁、戴元本

和何祚庥。

“文革”期间，戴元本的研究工

作并未完全中断。1973年，他与合

作者在层子模型框架下研究了准二

体反应的共振衰变角分布，高能散

射截面之间的关系以及极化靶

0-+ 1
2

+

→ 1-+ 3
2

+

过程的共振衰变

角分布等问题。1975年，戴元本提

出用重整化群方程研究粒子的电磁

形状和大角度散射的方法。这使得

此前只能用来讨论非物理粒子的渐

近行为的重整化群方程可以用来讨

论实际问题 [16]。例如，将其发展到

应用于复合粒子的形状因子渐近行

为。此外，戴元本同吴咏时合作研究

了非阿贝尔规范场六阶微扰论中费

米子电磁形状因子的渐近行为[17]。这

项工作计算十分繁杂。他们最初提

出领头阶指数化的猜想，并得到验

证。戴元本还与周光召合作利用半

经典近似处理孤粒子散射问题 [18]。

事实上，该工作不仅探讨了孤粒子

散射问题还发展了半经典近似的方

法，所得结果可能适用于其他情况。

3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

所(1978—2020)

戴元本不仅在理论物理研究方

面成就突出，还对中国科学院理论

8) 2014年8月5日，刘金岩访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杜东生研究员。

9) 2012年8月25日，刘金岩访谈戴元本先生。

10) 2013年12月17日和2014年6月26日，刘金岩访谈戴元本先生。

图4 戴元本参与层子模型研究过程中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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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召

开以后，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理论

物理研究所。戴元本作为筹备小组

成员参与制定多项决策，包括研究

所的机构设置、研究方向、人才选

拔和培养等。1980年戴元本当选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当年中

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共有 4位

研究人员当选。1985年，理论物理

研究所被确立为中国科学院首批两

个开放所之一。戴元本连续担任 3

届开放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1985—

1994 年)，贯彻“开放、流动、联

合”的办所方针，领导学术委员会

指导和评议开放所的研究方向，建

立开放课题制度并决定开放课题及

经费分配，组织成果评价，监督开

放所的运转，建立由开放课题组成

员及客座人员组成流动研究人员队

伍，使理论物理研究所建设充满了

活力。同时，戴元本善于团结同

行，将每年召开的开放所学术委员

会会议办成了理论物理界共商共举

的重要场所。

戴元本还曾担任中国高能物理

分会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

事、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粒

子与场委员会委员，努力推动中国

高能实验物理和

粒子物理理论发

展，并对稳定和

培养高素质队伍

作出贡献。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

中国理论物理研

究遇到经费和专

业人才的稳定性

问题。戴元本积

极支持周光召等

领导组织实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理

论物理重大项目。他在 90年代初又

与周光召共同提议“攀登计划”中

的理论物理若干重大前沿课题项

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对于中国理论

物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1987年，戴元本著作《相互作

用的规范理论》出版，成为年轻一

代粒子物理专业研究生的教科书。

与治学一样，戴先生培养研究生也

是极其认真、严谨，为中国的理论

物理学界培养了许多人才。1983

年，戴元本指导的学生黄朝商获得

博士学位，成为中国自主培养的首

批18位博士之一。目前，戴元本的

弟子们大都成为国内外理论物理学

界的知名专家。2003年，吴岳良与

戴先生一起探讨量子色动力学的低

能动力学性质，通过运用量子场论

圈正规化方案引入特征能标克服无

穷发散困难同时保持理论的对称

性，由此导出低能量子色动力学的

动力学自发对称破缺机制，得到了

介子质量谱等二十多个与实验相自

洽的理论计算结果[19]。

戴元本先生从事科学研究近 70

年，一直秉持严谨、求真的态度。他

顾全大局的胸怀，谦虚低调的作风，

奖掖后进的用心，乐观旷达的性

格，都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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